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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迪厄：《繼承者：法國大學生與文化》的導論

何明修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一、

《繼承者》(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9，以下簡稱I)原先出版於1964年，當時，布爾迪厄擔任歐洲社會學中心的主任。該研究中心在六○年代初期進行了大規模的法國大學生調查，獲得豐富的經驗資料。根據這些調查資料，布爾迪厄等人出版了不少的研究著作，其中英文世界可以閱讀到的有《學校論述》(Bourdieu, Passeron and Martin 1994)以及這一本《繼承者》。因此，這兩本都是算是早期的教育社會學研究作品。

在布爾迪厄等人看來，法國大學即是菁英文化的神聖保壘，大學生則是這種文化的繼承者。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菁英之所以是菁英，其原因在於他們能夠成功地排除其他人士的參與，維持自身對於某些資源的壟斷。同樣地，大學之所以是高尚文化、尖端知識的壂堂，正是由於能夠唸大學的是少數人的特權。因此，大學生能夠有幸成為文化繼承者，這個事實也同樣顯示，大多數人民是屬於被剝奪的一群。在《繼承者》一書中，核心的問題在於社會不平等(包括階級、性別、城鄉)如何與高等教育體制發生關係。事實上，《繼承者》要指出的是教育體制透過了種種細膩的文化再製過程，使得社會不平等的現實得以維持。針對這個問題，布爾迪厄等人反對簡化的機械式決定論觀點，認為教育表現的差異是直接反映了經濟能力的差別。(I, 25)他們強調看不見的文化因素往往更為重要，大學能發揮階級篩選的作用，其實透過了一連串文化排除、誤認、共謀的結果。筆者相信，正是由於布爾迪厄等人對於文化過程的深入分析，使得這一本著作仍有其參考價值。

在《繼承者》一書中，主要的研究對象是法國人文學院
的大學生。相對於其他傳統的法學院、醫學院，人文學院在二十世紀以來成長快速，成為大學人口中最大的一個部門。法學院與醫學院仍保有濃厚的貴族氣息，學生主要來自於資產階級，而人文學院則是收容了一些用功的中下階級學生，呈現出比較豐富的階級組成。人文學院對於不同階級有不同的意義：對於上層階級的子女，他們本來就是要唸大學，人文學院則是表現較不佳的避難所；對於下層階級的子女，他們很難得能唸大學，所以人文學院也成為被迫的選擇 (I, 7) 。

一開始，《繼承者》就以統計數據來說明法國高等教育體制的高度菁英性格。就階級而言，高級主管子女唸大學的機會是農業工人小孩的八十倍、工業工人小孩的四十倍 (I, 2)。在著名的菁英學校(grandes ecoles)中，階級的差異是更為顯著的。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èrieure)的學生有57%與26%是分別來自於高級與低級主管，而理工學院(Ecole Polytechnique)則有51%與15%(I, 7)。低下階級大學生也常有課業表現不良的問題，年紀越大的學生越容易屬於低下階級(I, 8)。在性別方面，女生唸大學的比例比男性略低，但是對於低下階級的子女而言，女學生的不利情境則是更加明顯(I, 6)。在種種的社會因素中，布爾迪厄強調所謂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是最具影響力的因素，遠比性別、年齡、宗教信仰更為重要。所謂的社會起源即是結構位置，階級的影響力即是在於不同的經濟能力、知識與背景。舉例而言，精英階級的子女擁有一種「社會制約的稟性(predisposition)，能夠適應主導學校的範型、規則與價值。簡而言之，亦即是所有的因素組合使得學生感覺或看起來是在學校『適應良好』或『適應不良』」(I, 13)。
階級背景差異也表現在大學生對於學習的態度。資產階級的大學生較討厭需要方法與紀律的求知方式，比較接受浪漫的知識取得過程。他們也有較多的「業餘玩票」(dilettantism)的興趣，對於學校以外的各種文化活動比較有參與。因此，當社會學系學生被問想要從事法國或第三世界國家研究時，資產階級的學生多半選擇後者。這是因為他們的成長屬於經濟較有保障的環境，用心理分析的語言來說，他們的選擇是基於快樂原則，而不是現實原則(I, 15)。
家庭的階級背景也影響了品味的形成。對於某些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而言，好的文化品味是學術成就的潛在條件。不同的階級成長背景就是影響了參觀畫廊、劇院與音樂會的機會(I, 17)，即是面對相同的藝文作品，階級差異也是表現於欣賞的導向不同。對於某些人而言，高尚藝術是學校所教導與推崇的，因此他們以學習者的態度來面對。但是對於資產階級的子女而言，這些藝文活動本來就是存在於他們的日常生活中。舉例而言，小資產階級的子女有可能很認真地學習學校所提倡的藝術，但是他們卻是缺乏親身體驗的機會，因此，他們不太可能有機會接觸到需要在劇院表現的前衛藝術(I, 19)。而且，菁英所表現出對於藝術的態度即是隨興、高雅與自信，這是學校所無法教導的。文化的學習即是一種遺產的取得，在有教養的人士中，根本不需要有意圖去灌輸藝術的欣賞或說是藝術的洗禮(I, 20)。
就不同的階級文化間而言，可以區分出不同面文化的態度，一種是上層階級的輕鬆自在(ease)，能夠輕易地學到學校所傳導的文化，另一種則是小資產階級的意願(propensity)，熱烈地想要取得文化(I, 21-22)。小資產階級認為自己與工人階級的差異在於他們是有文化的，亦即是有意識地承認資產階級的文化價值，因此們對於學校教育有熱切的期待。至於工人階級，他們則是受到雙重的不利，缺乏文化的輕鬆自在，也沒有學習的意願(I, 23)。
布爾迪厄等人強調文化面向的重要性，他們進一步認為高等教育對於低下階級成員的排斥並不是在於經濟條件，而是立基於文化標準。他們強調，學校教育重視言談與寫作的流暢性，這是一種面對語言的態度，實際上也是一種文化能力的強調(I, 72)。其次，大學的教育者經常不自覺地以某一種高尚的階級文化當作模範，用來評斷學生的表現。許多老師接受了文化菁英的標準，分別對於「有才氣的」與「用功的」學生的不同評價，這種評斷也維持了一種知識與文化貴族的認知。這些老師忽略了，某些階級子女能夠輕鬆地獲得欣賞藝術的能力，這是因為學校所教導的即是他們的階級文化。對於某些人而言，要學習這些菁英文化是一種繼承，對於某些人則是要付出代價的(I, 24)。追根究底，高等教育體制的階級歧視是有歷史源頭，因為教育與文化原本即是專屬於菁英的領域(I, 26)。基於這個理由，布爾迪厄等人批評一些半調子的教育改革。教育批評者經常宣示要對抗不平等，但是實際上卻維持了社會不平等在教育中的延續。批評者往往只注意教育體制的一個面向例如經濟不平等，認為這即是教育不平等的原因。但是，即使是有系統地提供獎學金與補助，工人階級子弟在求學過程中被大量篩選的情況仍會發生。這樣一來，更有理由來說，教育表現的差異是來自於天賦與努力的差異(I, 27)。因此，經濟主義的解釋誤導了解決問題的方向，反而使得文化排除的因素被隱藏起來。

在其他著作中，布爾迪厄認為教育提供了統治階級一種「自身特權的神義論」(theodicy of its own privileges)(Bourdieu 1977: 188)。在他看來，階級支配的模型很少是立基於純粹的暴力性，而缺乏任何文化加工。文化品味的形成並不是在自然而然的，而是涉及了某一階級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情況下，鑑別出高尚／粗俗、優雅／笨拙、精緻／粗糙的評價活動即是一種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在教育體制中，這種階級特殊主義是呈現於教授評分、入學考試等各種的教育手段。因此，區分出「好學生」與「壞學生」的評量也是一種階級偏見。

二、

《繼承者》的第二個研究主題則是大學生的文化。如同學校體制本身就承載了許多階級文化偏見，大學生的校內外活動也具有階級差異性。

大學生的身份是獨立於家庭與工作以外，學校所安排的時間是自主的。學生可以找任何一個時間去看電影，而不需要在假日與其他人擠。學生的時間是多餘的、自由的(I, 29-31)。除了少數例外的菁英學校，大部分的大學生居住不同地點，而且由於以往個人主義競爭的內化，大學生很少有共同合作或是團體精神。大學生之間沒有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與術語(I, 32-34)。因此，法國大學生比較不像是一種同質性高的社會團體，學生的內部整合性低。學生是分部由家庭、宗教團體、政黨所整合(I, 36-37)。
布爾迪厄等人認為，正由於大學生缺乏一致的價值取向，所以他們容易受到教授與學校的菁英文化影響。大學生也有青少年的毛病，喜好崇拜思想大師，容易受到一些具有魅力的教授所吸引(I, 40-41)。教授本人的想法也很容易影響學生的品味，不少學生被有名的哲學老師教過之後，就開始認為自己是哲學家。尤其在學業表現優異的學生，他們的文化品味更是受到學者的影響(I, 42-43)。並不是每一個大學生都會在未來成為大學教授，但是為什麼他們如此積極地認同大學教授的價值觀？大學本來就是一個傳播菁英價值的場所，這些熱衷的大學生其實是忽略自己的社會背景與未來前途，將自己的學生身份視為永恆(I, 43-44)。事實上，就大學本身的文化菁英性格而言，宣稱無所不疑的批判態度並不是挑戰體制，反而是符合了體制的目的。某些看似離經叛道的老師有可能會批評學校，高舉某一種具有反叛性的文化價值，他們實際上的作用仍是要求學生尊敬某一種高尚的文化。表面上的波西米亞態度其實是維持傳統的文化權威(I, 45)。

在校外活動方面，布爾迪厄等人花了不少篇幅處理巴黎大學生的政治激進主義現象。在他看來，大學生雖然高舉左派政治的旗幟，但是他們的社會基礎卻是布爾喬亞的。而且，正由於這種資產階級的背景，才使得反資產階級的心態成為現實。巴黎大學生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資產階級的家庭背景，卻有極多的大學生表明自己是屬於左派。他們宣稱自己是左派，卻只有很少的人加入左派政黨與工會，反而採取一些時髦的政治標籤來指涉自已。他們的生活形態其實是一種反對順從主義的順從主義(conformism of anti-conformism)，他們最具有資產階級的文化品味，卻也是最反對資產階級的。他們對於現有體制的反叛一方面是青少年的，另一方面則是知識份子的(I, 46)。大學生選擇極端的政治立場標籤，是為了建構出與自己家庭背景最大的距離(I, 47)。
巴黎的大學生有最高比例是來自於富有階級、與家人共住、接受家庭經濟支助、也是在外頭有工作比例最低的。正是由於這些社會特權，巴黎大學生才能與他們的社會起源保持距離。巴黎大學生的滿足並不是從課業而來，他們的滿足是在課業外的政治辯論，他們的政治活動其實是符合菁英文化的特性，重視知識討論，並且承認知識所帶來的權威(I, 48-49)。與外省的大學相比例，巴黎大學生擁有更多的知識資源，他們有很多圖書館、博物館、教授。同時他們更容易獲得一種知識的能力，即是相對化，他們將自己的學校與課業相對化，而從其他政治活動中獲得知識。相對地，鄉下的大學生則更依賴學校的課程。因此，巴黎大學生更容易參與知識與學術的遊戲(I, 49)。
閱讀布爾迪厄等人對於大學生文化的分析，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他的文化社會學分析。對於布爾迪厄而言，文化並不是獨立於經濟領域以外的活動，文化的生產與消費總是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下才有可能。然而，文化的物質依賴性並不意味著缺乏自主性。「為了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為了真理而從事科學研究」等態度是常見的。事實上，布爾迪厄強調，最自主的文化領域即是經濟邏輯的倒置，完全排斥利益的考量(Bourdieu 1993: 39)。儘管如此，文化領域仍是需要經濟的基礎，而且越是自主的文化生產則是預設了越穩定的經濟支持。文化世界要求純粹的觀看(gaze)，這即是一種與日常態度的斷裂，亦即是一種空間上的隔離。如果沒有穩定的日常生活秩序，純粹的觀看也是不可能的。

布爾迪厄一針見血地指出，「經濟權力首先即是一種與經濟所需保持距離的權力」(Bourdieu 1984: 55)。過去的宮廷貴族將生活組織成為一種景觀，生活與文化即是結合在一起。但是在資產階級世界中，經濟與文化、工作與休閒、理性與感性被嚴格地區分為兩個世界。由於經濟上的財富，與日常所需的距離感才出現，參與文化生產與消費的前提才獲得確立。同樣地，在巴黎的大學生與知識份子圈中，也是由於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才產生了反資產階級的左派文化。在此，不得不承認，布爾迪厄的社會學洞見是十分犀利的。

三、

《繼承者》的第三個主題則是涉及了師生關係與教育改革的問題。
大學生的身份就是要學習，從自身之中創造出一種能夠使用與傳播文化的能力，教育就是生產一種能夠生產的能力。學生的身份總是暫時的，他們努力學習使自己不再是學生。但是大學生經常將現在與未來分離，將目前的學生身份視為目的本身。這樣出現兩種學生的形態，一是只為了考試，拒絕學習任何考試以外的東西，另一則是玩票者，企圖學習所有的知識。這即是來自於學徒身份的幻想，渴望立即成為知識份子，卻忽略了目前的學徒身份(I, 55-57)。人文學院的學生與未來的工作之關係模糊，不像是醫學院或行政學校的學生，所以他們更容易進入學徒的幻想(I, 58-59)。同樣地，女大學生由於仍受到傳統女性觀念的束縛，所以對於自己的未來與學生身份也容易產生神秘化的作用(I, 59)。因此，女學生特別想要從事教學，她們想要成為老師，這其實是反映了傳統的女性角色。女學生對於學術價值比較沒有興趣(I, 60)。相對於男生，她們唸較少的學術專業著作，但是卻唸較多的教科書。女學生也比較不參與政治活動，例如學生會。因此，女學生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學術溫馴(scholastic docility)。學術溫馴是一種對於未來不確定性的結果，她們無法逃脫傳統女性角色的認定。對於大學體制而言，女學生的學術溫馴則是符合了傳統男性菁英取向的文化(I, 61-62)。女學生之於男學生，就如同低下階級學生之於上層階級學生一樣。低下階級學生往往為了未來，而採取更現實主義的看法，他們不會去參與各種玩票性質高的活動(I, 62)。

另一方面，教授本身也常是這種誤解的共謀。如果學生是學徒，他們即是師傅，但是他們拒絕這種的技術性要求。教授經常創造自身的卡理斯瑪，使得知識看起來成為個人的天賦，而不是努力與方法的結果。這種的教授其實是符合傳統的大學宗旨，培養文化人，而不是專業人(I, 58)。

布爾迪厄指出，學界流行一種卡理斯瑪的意識型態，認為學術菁英的文化特權是來自於他們的表現與功績(I, 69-70)。這是一種本質論的觀點，強調個人的表現即是來自於其內在的天賦。工人階級相信這種本質論，他們將自己的社會不利視為個人的命運。學界高度重視年青人，往往提到某人是最年輕的教授、院士等，這其實即是卡理斯瑪的意識型態結果。學生也容易接受這種本質論的想法，原因是教授常不自覺的傳遞這種想法。教授通常將自己辛苦學來的能力與技巧隱藏起來，將自己的知識呈現為一種個人天賦，進而正當化了自己的菁英位置(I, 70)。事實上，用來罵人的「書蟲」、「書呆子」也是符合卡理斯瑪的意識型態，知識工作是不需要努力的(I, 71)。因此，教授與學生是共謀，共同維持保守的教育觀點，高等教育其實是屬於菁英文化。

布爾迪厄認為，要改革教育體制的不平等，需要正視社會階級所帶來的結構扭曲。但是這一點往往是教育改革最困難的部分，因為對於教育者與被教育者而言，這種要注意社會不利者處境的想法是很陌生的。傳統的教育體制傳播了一種觀點，認為學術標準是依靠競爭的，學術的層級就是表現的差異(I, 69)。其次，就算主事者願意面對社會不平等的因素，他們往往也將問題局部化與經濟化，認為只要提供更多的教育投資，就可以克服階級的差異性。事實上，社會不平等的面向是涉及了文化層次的排除。

鑑於諸社會背景的差異，在取得高等文化的機會上，不同階級的學生只是具有形式上的平等。因此，教育是一個關鍵性的場域，文化的民主化是要透過公平的教育。對於社會背景不利的學生而言，學校是他們唯一能夠接觸到文化的場所。因此，學校的文化教育也要改變其標準，避免神聖化起初的文化不平等，成為不可改變的命運(I, 21)。教育的民主化就是使最不利者也可以在學校學到必要文化，換言之，儘量使運用學校學習可以獲得事物領域擴大，而不再是依賴社會特權的邏輯(I, 73)。

在此，布爾迪厄認為教育改革的當務之急在於民主化，而民主教育的目標則是，「在最短時間內，使得最多人盡其完備地取得構成學校文化最多種能力」(I, 75-76)。民主教育目標是反對傳統教育，只是為了訓練少數身世良好的菁英。民主化也拒絕技術官僚的教育，只是以大量生產的方式訓練立即可用的專家。要達成民主教育的目標，需要理性教育學，以對抗文化不平等的因素，同時也需要政治力量，以實踐這個理念(I, 76)。換言之，只有透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教育才能達成民主的目標。

四、

英文版的《繼承者》有附上一篇「結語」，主要是探討學位膨脹的問題。這篇文章在並不存在於1964年法文版，而是從1978年的一篇期刊論文所改寫、添加進來的。放在《繼承者》的脈絡來看，這一篇文章是十分有意義的。如果說《繼承者》是處理六八年法國學運之前的大學生態，儘管低下階級已經有部分成員可以唸大學，在那時大學仍維持一定程度的菁英氣息，那麼「結語」所分析的則是學運後的高等教育改革結果，尤其是大學的普遍設立所引發的學位膨脹現象。
布爾迪厄指出，高教擴張之所以會引發學位貶值，其實是涉及了階級鬥爭的過程。當某些原先很少利用教育體制的階級派系開始取得學校文憑，使得另一群依靠教育進行複製的階級派系增加其教育投資，以維持教育文憑的相對稀缺性與階級位置(I, 77)。在學位膨脹的情況下，最大的損失者是已進入勞動力市場但是沒有學院文憑的人。學位貶值使得有學院文憑者的職位壟斷擴大，更進一步限制了缺乏者的生涯機會。因此，要求有正式學位資格的就職市場擴大，不需要學位的就業則是相對減少(I, 78)。學校擴張使得擁有相同學院文憑的人數增加，擁有文憑者也是受害者之一。他們會企圖尋求補償，有可能短期進修增加自己的教育資本，或是長期投資於兒女的教育。這些補償策略則是使得學位貶值更加速。
學位膨脹迫使所有階級都要更加利用教育體制，更是促進了教育過度生產的問題。擁有某一學校文憑者會試圖維持他們原先的待遇與自尊。就這一點而言，學校文憑並不只是一種能佔某些職位的能力保障，更是一種身份的界定。擁有貶值學位者通常會拒絕承認這個事實，並且堅持學位的名義價值(I, 81)。對於這些人而言，習性的延遲效果(hysteresis)是重要的，他們習慣於以往評價學校文憑的方式，無法了解當前的教育市場變遷(I, 82)。文化資本的要素之一即是能夠評斷教育市場的變遷，知道那些教育商品是值得投資，那些學位必需獲得。延遲效果使得這些人只注意學位的名義價值。因此，正是這些人最積極追求學位(I, 82)。

高教擴張也影響了原有的階級對抗方式。隨著入學機會的增加，工人階級開始可以進行階級向上流動(upclassing)的策略，企圖取得更高的學歷來換取更好的物質待遇。然而，布爾迪厄指出，這種階級向上流動的策略往往是失敗的。高教擴張也帶來學位貶值，學位的名義價值與實際價值之差異也擴大。學位膨脹使得教育體制的承諾與勞動力市場的現實差距加大，普遍導致的失望與幻滅感(I, 83)。對於工人階級小孩而言，他們原先被長期排除於中學教育以外，一旦進入中學教育，他們深刻地體驗期望與現實的落差，因此他們普遍不滿工作現狀、參與反抗文化。以往工人階級小孩可以沒有怨言地接受自已的處境，現在則是充滿了不滿。一個世代認為自己被欺騙了，高中畢業生不得不當郵差與工廠工人。他們認為自己被教育體制所欺騙，只獲得了一張沒有價值的文憑(I, 84)。
相對地，面對學位貶值的壓力，原先擁有高度教育資本的統治階級則是設法避免階級向下流動(downclassing)的命運。布爾迪厄指出，一種常見的方式就是創造出更需要學校文憑的專業工作職位，使得自己的文化資本能夠持續帶來經濟利益。新的工作包括了諮詢、教育輔導、表演等工作(I, 88)。這些工作的存在仍是依靠某一種高尚階級文化，透過其壟斷性來產生利益，例如飲食專家、心理諮詢專家、婚姻顧問等(I, 89)。這即是創造出許多新的小資產階級工作職位，以保護繼承者免於向下流動的危險，並且使得一些「暴發戶」(parvenu)可以有棲身之所(I, 91)。

簡而言之，布爾迪厄強調，學位膨脹並不是一個機械式的過程，而是涉及了不同部門的階級利益鬥爭。由於統治階級的抵抗，使得學位膨脹導致了學位貶值。也由於學位貶值，階級鬥爭的策略產生了新的變化。追根究底，學位的社會作用即是「一種符號性強加(symbolic imposition)」(Bourdieu 1984: 25)。學位不只是保障某一種學術單位認可的能力，同時也劃分出誰才是文化的擁有者與統治階級。

五、

布爾迪厄曾提到，社會學的客觀性是建立在非常薄弱的基礎之上。社會大眾經常期待社會學家扮演社會導師的角色，社會學家也由於科學研究獨寂而想要走入人群，擁抱群眾。布爾迪厄認為，不管是扮演批判者或是政權的擁護者，社會學家就是損害了科學研究的要求，社會學家墮落成為社會評論家。因此，「對於社會學最大的幫助，就是不要有所要求」(Bourdieu 1990: 185)。

然而，在布爾迪厄教育社會學的研究作品中，除了描述性的分析以外，他卻常提出若干批判觀點。在《學校論述》與《繼承者》中，我們看到了布爾迪厄對於階級支配的關切。他細膩地釐清教育再製的機制，揭露在高尚文化品味下所偽裝的階級偏見。他認為，破除菁英階級的偽善，只要是指出了社會起源與學業成就的關係是一種批判的力量(I, 71)。同時，他也高舉教育民主化的旗幟，要求教育能夠照顧到所有人，即使是處於不利階級情境中的學生能夠學習到普遍的文化能力。

這些規範性的討論是十分有趣的，在許多層面上，是可以用來審視台灣的當前的教育問題。在此，筆者只提出一些簡要的討論。

自從九○年代以來，台灣的教育改革都重視正義與公平的原則。在教改運動團體方面，四一○聯盟強調的教改是為了「朝向社會正義的結構轉變」。行政院教改會的《諮議報告書》也在教改五大方向中，也揭示了民主化的目標，在八項原則中，提出幫助弱勢的理念。同樣地，在晚近以來的教育資源分配方面，政府也宣示重視原住民、離島地區的方向。但是到底，台灣的教改是真能實現這些理念，這當然是一個經驗性的問題。然而，正如布爾迪厄所指出的，教育體制之所以成為階級再製的幫凶，其原因在於文化。他的經驗研究展現了階級文化是充斥於教師評斷、教學內容、教學空間、學生活動諸多面向。在他看來，經濟能力所造成的不利反而是其次的。舉例而言，新的教學評量重視學生的多元能力，但是根據布爾迪厄的說法，學生的多元能力則往往是由於財力雄厚的家庭背景。這樣一來，教學與評量的多元化不正是為了某些優勢階級量身訂做，反而沒有將「每個孩子帶起來」。

筆者相信，這種更深層的教育社會學思考並不是常見的能力，至少在台灣的教育界中是如此，不管他們的立場是贊成或反對教改。正是在這裏，社會學的想像能夠發揮最大的作用，因為它提出了深刻的反省與批判。從布爾迪厄的研究作品出發，一種新的構思台灣教育的批判與實踐方式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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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爾迪厄本人在英文前言中提到，事後來看，《繼承者》的價值是將分屬不同研究領域的議題放在一起，例如教育、階級、文化、語言等。(I, vii)


� 所謂的人文學院是指Faculté des Lettres，其學科內容是包括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英譯者取用英制的文學院(arts faculty)的名稱。(I, x)。不過，英制文學院是與台灣的文學院不相同，所以筆者譯為人文學院。





